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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贷款罪中“其他严重情节”的体系性反思

———基于169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杨 绪 峰*

摘 要:关于骗取贷款罪中“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司法实务部门面临的问题在于:“不法”的认

定欠缺层次性,作为兜底条款予以适用,机械套用数额标准或次数标准,与“重大损失”的关系错位。

上述问题的症结在于法益界定不清、风险高低的无视以及体系性思考的欠缺。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

全是设立本罪保护的唯一法益,“其他严重情节”应认定为犯罪构成要件。从“欺骗行为”到“其他严重

情节”存在“不法”程度的提升。“其他严重情节”与“重大损失”具有相当性,应限定为“有造成重大损

失的危险”。数额标准或次数标准只是提供了进行“是否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危险”判断的契机,能否进

一步评价为“其他严重情节”还需做实质的、具体的判断。对“其他严重情节”的司法适用应构建一套

体系性的判断框架,以消弭司法实务部门的疑惑。

关键词:骗取贷款罪  其他严重情节  重大损失  体系性思考

随着银行贷款业务的蓬勃发展,骗取贷款罪也已成为近年来经济犯罪中适用率极高的罪名。相

较于本罪适用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明显不足,①而且质量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研究对象不够精细化,探讨深度有所欠缺;二是研究素材的收集不够全面,理论探讨难以准确命

中实务要害;三是研究方法侧重问题性思考,②无法兼顾体系性思考。“其他严重情节”的正确认定是

本罪司法适用中最困难的一环,笔者拟结合大量的司法裁判,梳理、审视司法实务中的具体疑问,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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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不足10篇,分别为:郝川、欧阳文星:《骗取贷款罪:反思与限定》,《西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林静:《骗取贷款罪的若干问题》,《法学杂志》2017年第2期;孙国祥:《骗取贷款罪司法认

定的误识与匡正》,《法商研究》2016年第5期;陈洪兵:《骗取贷款罪的准确适用探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5期;孙国祥:《骗取贷款罪司法认定中的三个问题》,《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5期;柳忠卫:《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

票证罪疑难、争议问题研究》,《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

这种思维方式直接从被提出的问题着手,并且直接以解答这个问题作为目标,而证立这个解答的论据,并不是从

某个体系关联当中导出。参见[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体系性思考的研究方法,针对这些疑问提出妥当的解决方案。

一、“其他严重情节”的实务检视

(一)实务现状的描述性分析

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关键词“骗取贷款罪”和“刑事案由”,总共得到2017年本罪裁判

文书1231份。① 其中,含有关键词“严重”“情节”的有520份。通过逐一筛查这520份文书,得到仅

以“其他严重情节”作为入罪理由的文书156份。② 同时,还筛选出不认定为犯罪的文书13份。通过

对上述169份文书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司法实务部门关于“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存在以下带有共性

的问题。③

1.将“欺骗行为”视同“其他严重情节”

这主要表现为“不法”的认定欠缺层次性,有的刚满足“欺骗行为”要求的“不法”,就直接上升为

“其他严重情节”要求的“不法”。事实上,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满足“欺骗行为”要求的“不法”,不一

定构成本罪。本罪还另外规定了“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这就要求行为人在实施欺骗行为

后,原来的“不法”程度应当有所提升,达到以犯罪论处的“不法”(对此下文会做详细论证)。在169份

文书中,有83份文书缺乏这样的判断逻辑,审判人员只是对欺骗的事实进行描述,由对“欺骗行为”的
认定直接过渡到对“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至于案件中哪些情节属于“其他严重情节”,怎样体现“严
重性”,不置可否。例如,行为人一旦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改变贷款用途,即使最终没有给银行造成任何

财产损失,也在认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后直接得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结论。④ 有的裁

判文书甚至专门指出,贷款风险能否防控及避免不是本罪成立的要件,无法将此作为抗辩理由。⑤

2.在没有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将“其他严重情节”作为兜底条款予以适用

由于银行贷款基本都要求提供担保,因此理论上通常认为,如果行为人到期无法清偿贷款,那么

一般由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或者由银行就抵押物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在司法实践中

情况较为复杂,单就有能力清偿贷款本息而言,就大致可分为3种情形:(1)贷款未到期或银行进行了

展期还无需清偿贷款就被立案;(2)贷款已到期或逾期,但立案前行为人或担保人已清偿贷款;(3)贷
款已到期或逾期,立案前贷款未得到完全清偿。

第一种情形由于贷款未到期,连不良贷款都算不上,因此银行未必有重大损失;第二情形由于贷

款到期且在立案前得到清偿,因此银行也没有实际损失。在169份文书中,属于第一种情形的有8
份,属于第二种情形的有35份。这些文书的共同特点是在未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下,直接将“其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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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的检索日期为2018年6月15日。

需要说明的是,有的裁判文书并未直接表明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而是使用“情节严重”这样的表述。笔者的统计

方法是,先将这一部分文书纳入“其他严重情节”的样本中,然后再进一步查阅其裁判理由是否还表述了“重大损失”,最终

锁定58份文书。同时,还有13份文书在定罪时未说明任何裁判理由。考虑到这71份文书无法判断究竟是“重大损失”还
是“其他严重情节”起定罪作用,为保持本选题探讨的纯粹性,故将其均剔除出样本。

此部分统计的文书,仅指司法实务中某些地方有待商榷或者可以进一步完善的文书的数量,并非意味着判决结论

一定是错误的。

参见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2017)豫1724刑初366号刑事判决书、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2017)豫0502
刑初519号刑事判决书、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7刑终1259号刑事裁定书。

参见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4刑终237号刑事裁定书。



重情节”作为兜底条款予以适用,而没有进一步考虑究竟有没有重大损失的危险。例如,行为人提供

虚假合同骗取银行贷款,后因涉嫌其他犯罪被逮捕,银行因此报案。此时贷款尚未到期,而行为人确

实提供了足额的抵押物,由于无法判断银行的经济损失,因此人民法院直接认定具有“其他严重情

节”。① 又如,行为人以虚假材料骗取银行贷款,到期后无力偿还,由担保公司予以清偿,后案发。人

民法院认定,“未造成被害银行的财产损失,但对其行为应认定为有骗取贷款的其他严重情节”。② 第

三种情形则更为复杂,立案前贷款未得到完全清偿,似乎应认定为具有“重大损失”,但司法实务中却

不乏将其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其原因在于:相当多的贷款虽有担保,但在逾期后,银行第一

时间选择报案,或者在起诉行为人和担保人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察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从而导致原

本可以通过担保途径予以清偿的民事案件演变为刑事案件。在169份文书中,属于第三种情形的有

35份。一方面,有可能立案后通过担保途径陆续获得清偿;③另一方面,有可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

同时进行。④ 这都使得审判人员在裁判时犹豫不决,最终将“其他严重情节”作为兜底条款予以适用。

3.将“数额在100万元以上”或“多次”等同于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由于201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以下简称《追诉标准(二)》]第27条明确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或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应予立案追诉。司法实务部门对这一规定

盲目遵从,在169份文书中,有61份文书直接套用数额标准,认为骗贷数额在100万元以上就属于具

有“其他严重情节”。例如,行为人虽提供了虚假贷款材料,但以房产等作抵押担保,抵押物价值足以

抵偿借款,没有给银行造成损失,人民法院仍以骗贷数额在100万元以上认定具有“其他严重情

节”。⑤ 甚至,行为人的多笔贷款均未逾期,尚未形成不良贷款,同样以数额标准作为定罪理由;⑥行为

人只要有一笔贷款出现逾期,那么其数年前以欺骗手段取得的即使是已经正常清偿的贷款也一并纳

入数额中计算。⑦ 在169份文书中,有15份文书适用了次数标准,但未必作为唯一的裁判理由,其结

论可商榷的余地不大,但在论理上则颇有疑问。例如,对于行为人多次使用虚假购销合同骗取贷款且

累计金额达到3800万的,人民法院的裁判理由之一就是“多次骗取贷款,符合本罪情节严重的构成

要件”。⑧ 但实际上每笔贷款都有不同的担保,虽然是多次,但是之前的数次贷款都已按期偿还,此时

能否直接套用次数标准不无疑问。

4.在有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是否还以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作为裁判理由表现混乱

如上所述,之所以存在很多判例以“情节严重”这样笼统的表述作为裁判理由,或者索性不说明任

何裁判理由,是因为审判人员在选择适用“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时较难把握。有些审判人员

虽然选择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作为裁判理由,但是与“重大损失”的关系可能错位。在169份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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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3刑终292号刑事裁定书。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1302刑初793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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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2017)豫1722刑初83号刑事判决书、四川省理县人民法院(2016)川3222刑初41号刑

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2017)豫0581刑初1227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7)闽0902刑初544号刑事判决书。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3刑初72号刑事判决书。



中,有16份存在这样的疑问。例如,行为人以虚假贷款项目合同、财务报表等向银行贷款800万元,
甲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贷款到期后,其无力偿还,甲公司也没有能力履行担保责任,人民法院认定,
“借款人及保证人均不偿还,形成了贷款风险、危及了贷款安全,且贷款数额达800万元,其行为符合

‘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① 一般而言,此案应当认定为具有“重大损失”。因为甲公司已经无力履行

担保责任,“重大损失”已经造成。审判人员放弃以此作为裁判理由,反而去论证有重大损失的危险

(即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这样的判断逻辑明显有问题。
(二)司法实务疑问的总结与反思

根据上述对司法实务现状的描述性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4组问题:

第一,在实践中借款人为顺利申请到银行贷款往往采取一定的欺骗手段,如虚构贷款用途、使用

虚假购销合同、夸大企业盈利能力、修改财务报表等。这些欺骗行为是否属于骗取贷款罪中的“欺骗

行为”? 是否只要实施了欺骗行为就当然构成骗取贷款罪? 换言之,普通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欺骗行

为之间的界限如何把握? “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与“其他严重情节”的界限又该如何把握?

第二,在司法实务中,审判人员经常将“其他严重情节”作为兜底条款予以适用,忽视其应有的判

断逻辑。对“其他严重情节”应当如何进行判断? 这又关系到对“其他严重情节”的体系定位问题,即
不同体系定位的“其他严重情节”决定了不同的判断规则。

第三,关于“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追诉标准(二)》第27条的规定在司法适用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相当多的裁判将数额标准、次数标准机械地加以套用。这种做法是否合理? 如果不合理,那
么应当如何理解这一规定?

第四,在司法实务中经常出现“其他严重情节”与“重大损失”适用错位的情形,两者的适用关系究

竟如何? 在何种情况下应当直接以具有“重大损失”作为裁判理由? 在何种情况下即便有“重大损

失”,也应以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作为裁判理由?
上述疑问的症结在于:首先,法益界定的不清。将处罚范围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司法者过于保

护金融管理秩序,任何欺骗行为只要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冲击,即使并未威胁到金融机构的资金安

全,也会受到处罚。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任何受到否定评价的行为都应当受到刑法的处罚,法益具有

使刑法的处罚范围具有合理性的机能。② 其次,对风险高低的无视。在司法实务中审判人员通常简

单地将风险分为有与无,殊不知风险本身具有高低程度的区别。事实上,任何贷款行为都伴随一定的

风险。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并不是说出现了风险就值得动用刑法予以处罚,而是只有达到一定

程度的风险才属于本罪的欺骗行为,只有达到更高程度的风险才属于具有“其他严重情节”。最后,体
系性思考的欠缺。一方面,部分司法人员在处理骗取贷款罪的案件时,找不到具体的“切入口”,常常

将不同层面的问题混同讨论。而体系性思考有助于将疑难问题在审查体系中准确定位,排除多余的

干扰项,更有效率地处理问题。另一方面,在发现根据某项规定得出的结论不合理时,做问题性思考

可能会否定该项规定。例如,机械套用《追诉标准(二)》第27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及次数标准,可能会

得出不合理的结论,做问题性思考可能会对此置若罔闻或者将其作为例外处理。体系性思考则不然,

它会试图将其整合到审查体系中并寻求合理的解释方法。
为了根除上述症结,笔者将上述4组司法实务疑问进一步划归为两类:(1)第一、二组涉及中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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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2017)鲁0522刑初9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页。



面的理论问题。其中,普通民事欺诈行为与本罪欺骗行为的界分,关系到本罪保护的是何种法益,只
有正确界定这一法益,才能指导对构成要件行为的具体解释;而本罪欺骗行为与“其他严重情节”的界

分,还关系到“不法”认定的层次性问题。这又需回到对“其他严重情节”的体系定位问题上来。(2)第
三、四组涉及微观层面的适用问题。对《追诉标准(二)》第27条规定的数额标准、次数标准的检讨,以
及对“其他严重情节”与“重大损失”适用逻辑的探究,关系到具体的技术性应用,但此部分仍需以中观

层面的理论立场作为前提。下文将逐一对这两类问题展开探讨,既兼顾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层次

区分,又确保理论探讨与司法适用的关系递进,以形成一套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解决方案。

二、“其他严重情节”的理论展开

(一)保护法益的明确

作为开放要素的“情节”仍需要有客观边界,法益保护范围就是“情节”具体化的客观边界。① 以

往有学者认为,设立本罪保护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② 其理由是,既然立法者将本罪置于破坏金融

管理秩序罪一节,那么保护的法益就是金融管理秩序。如果根据这种法益来解释构成要件,那么凡是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的均应定罪。但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75
条之一已明确规定“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才予以处罚。因此,“重大损失”或者“其他严

重情节”就只能解释为客观处罚条件,作为启动刑罚的事项。然而,从立法背景看,《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六)》第10条之所以规定本罪,是因为近年来一些单位和个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

骗手段,骗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危害了金融安全,使得金融资产处于无法收回的巨大风

险之中。立法机关增设本罪,是为了有效地惩治和遏制这类行为,切实维护金融的安全。③ 这意味着

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全同样是本罪保护的法益。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骗取贷款罪所要保护的法益是

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而落实到具体罪名,该罪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主要是通过对银行或其他金融

机构利益的侵害来实现的。”④“双重法益说”因为能够很好地兼顾金融管理秩序和信贷资金安全,所
以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⑤在裁判文书中也有所体现。

但“双重法益说”近年来也开始遭到部分学者的批评,认为只有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全才是设立

本罪保护的唯一法益。⑥ 其主要理由是:(1)将金融管理秩序作为保护法益过于抽象。“若保护的对

象抽象得无法让人把握,则该对象也不能被看作是法益。”⑦法益应当是具体的、可损的,抽象的表述

容易造成处罚范围扩大化,使得对“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过于随意。相对而言,信贷资金安全是一个

明确且清晰的概念,能够指导解释具体构成要件。(2)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看,金融管理秩序的管理

和维护,应充分发挥民商事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律规范的作用,能够通过前置法圆满解决的问题,就不

必动用刑法。有学者指出:“对于骗取贷款的行为,只要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并依法追究骗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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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事责任,就能够起到保护金融机构的财产安全的作用,刑法没有介入的必要。”①(3)就骗取贷款

的行为而言,金融机构更关注的是其信贷资金安全与否。这也是增设本罪立法目的之所在。实践中

有些银行在贷款后并不认为受骗,且没有经济损失,仍然被公安机关予以立案,“被骗”的银行甚至主

动向司法机关反映,其自始至终都未控告骗取贷款。② 推至极端,这种做法有可能带来法秩序统一性

原则的崩溃,即其他部门法都不认为违法的行为,有可能被以金融管理秩序受到侵害为由处以刑罚。
上述理由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从体系性思考的立场看,还需回答一个重要疑问:尽管在应然层

面可以找出诸多理由认为将金融管理秩序作为保护的法益不合理,但是回到实然层面,骗取贷款罪被

鲜明地写在1997年《刑法》第3章第4节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不将其保护法益界定为金融管

理秩序,是否构成对体系解释基本要求的突破,从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呢? 对此,笔者持否定意见。
保护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全这一法益,本身也起到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的作用。因为信贷资金安全属

于金融管理秩序中的重要一环,虽然它并非金融管理秩序的全部内涵,但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保信贷资金安全,自然也能更好地保护金融管理秩序。由此将设立本罪保护的法益界定为信贷资

金安全,并不能说完全排斥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保护,而是在金融管理秩序中挑选了一个更具体的利益

予以保护,两者并不矛盾。从这个角度看,对信贷资金安全的保护也彰显了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保护。
而专门挑选一个更具体的利益予以保护,是考虑到将全部金融管理秩序作为保护法益过于宽泛,其结

果是导致法益概念丧失原有的批判功能,即无法起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作用。有学者指

出:“法益概念的扩张稀释了法益理念,已经背离法益理论创设之初的本意,这种法益概念的贬值,使
节制可罚性范围的最初目的也难以达成。”③事实上,在宽泛的利益中挑选出更具体的利益予以保护

的并不少见。例如,同样规定在1997年《刑法》第3章第4节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其保护法益不

是宽泛的金融管理秩序,而是其中的金融票证的信用;④设立高利转贷罪保护的法益同样不是宽泛的

金融管理秩序,而是国家信贷主体的利益。⑤

(二)“其他严重情节”的体系定位

1.“严重情节”属于犯罪构成要件

“严重情节”的体系定位关系到“其他严重情节”的判断规则。从语义看,法条既然采用“重大损失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表述,那么就说明“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都应当纳入“严重情节”的评

价范畴。也就是说,如果将“重大损失”当作客观处罚条件,那么“其他严重情节”亦是如此;如果将“重
大损失”作为犯罪构成要件,那么“其他严重情节”亦不例外。由于我国刑法分则中的很多罪名涉及

“严重情节”(或“情节严重”)的规定,因此从体系解释的方法看,对其他罪名类似问题的讨论同样能作

为研究本罪的参考。
关于“严重情节”的体系定位,我国学者很早就展开过讨论。张明楷教授率先将其纳入构成要件

中予以讨论,指出在刑法中适当使用“情节严重”的模糊概念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也是具有积极意

义的。⑥ 此后围绕“严重情节”是否属于构成要件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其中,持“肯定说”者主张“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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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情节”属于犯罪构成要件。在该说内部,又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将“严重情节”作为整体的

评价要素;①也有学者将其作为开放性构成要件;②还有学者将其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其理由是行为

人对作为结果的“重大损失”未必是故意,客观的超过要素正好不要求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主观内容。③

持“否定说”者则主张“严重情节”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在该说内部,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将“严重情

节”作为客观处罚条件,亦即“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情节”是与违法、责任无关的刑罚启动事由。④

“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应认定为犯罪构成要件,至于应排除将其认定为客观的超过要

素或客观处罚条件的理由,笔者曾在《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教义学检讨》一文中进行了专门论

述,受篇幅所限,此处仅作简要归纳。排除将其认定为客观的超过要素,是基于责任主义原则以及构

成要件故意规制机能的基本要求。同时,根据“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行为人虽

然需对“严重情节”有所认识,但是并不意味着行为人要确切地认识司法解释中关于“严重情节”的具

体情形和“重大损失”的具体数额。而将其排除认定为客观处罚条件,以前只论述了两点理由:一点是

“严重情节”能够具体化为结果不法或行为不法,如果将表征不法的事由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仅作为

刑罚启动事由,那么明显不妥;另一点是有关“严重情节”的规定在刑法分则中非常多,而客观处罚条

件自身的适用空间在我国刑法中尚存在争议,作此处理会导致处罚范围的极度膨胀。⑤ 结合骗取贷

款罪的司法实务现状,此处再补充第三点理由。通过对169份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司法适用中

本罪的处罚范围已过度膨胀。借款从本质看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活动,作为贷款方的金融机构

的最大利益诉求无疑是希望赚取利息并安全收回本金,一旦借款方被追究刑事责任,限制了人身自

由,那么企业经营将会受到重大影响,反而不利于借款本息的清偿。有的学者提出的“骗取贷款罪应

限定或限缩适用”的命题基本正确,但其一方面主张进行上述限缩,另一方面又将“重大损失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认定为客观处罚条件,⑥既收不到限缩的效果,在逻辑上也不能自洽。

2.“不法”程度的提升:从“以欺骗手段”到“有其他严重情节”

既然“严重情节”属于犯罪构成要件,而构成要件本身是不法类型,那么“严重情节”必然彰显一定

程度的“不法”。由于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不法”,因此在此基础上,

如果要论之以犯罪,那么还需达到“严重情节”所要求的“不法”。因此,从“欺骗行为”到“严重情节”存
在“不法”程度的提升。

构成要件行为通常是指有现实性地导致法益侵害发生危险的行为。⑦ 由于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

是欺骗行为,保护的法益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因此欺骗行为应界定为足以引起金融机构信贷

资金危险的欺骗手段。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不能认为任何欺骗行为都属于本罪的欺骗手段,只有

在对金融机构发出贷款、出具保函等起重要作用的方面有欺骗行为,才能认定为本罪。”⑧但哪些方面

对银行发放贷款起重要作用呢? 已有的研究成果虽然指明了方向,但是未进一步具体化。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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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份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实务中的欺骗手段虽然繁多,但是能够大致地划分为3种类型:(1)
涉及资质信誉的欺骗,(2)涉及贷款用途的欺骗,(3)涉及担保能力的欺骗。例如,使用他人名义进行

贷款,或者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财务报表等)等涉及借款人资质信誉的欺骗;使用虚假的购销合同,
或者将贷款用于偿还其他债务等涉及贷款用途的欺骗;使用无所有权的抵押物,或者重复抵押、多次

抵押等涉及担保能力的欺骗。在实践中,银行发放贷款确实会重点审核申请人的资质信誉、贷款用

途、担保能力等方面的资料,因为它们是银行进行贷款风险控制的重要指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

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第7条第1款、第35条第1款、第36条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

则》第10条、第26条、第27条等的规定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判断。同时,如果涉及上述欺骗,那么也

确实会使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陷入一定的危险当中。因此,笔者将“欺骗手段”进一步细化为3种类

型的欺骗,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有学者认为,只要申请人在申请信贷资金或信用过程中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节,或者只要

提供假证明、假材料,或者信贷资金没有按照申请时承诺的用途去使用,就可以认定成立欺骗。① 这

种观点也是目前司法实务部门比较认可的观点,但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上述3种类型的欺骗必

须是实质性的欺骗,亦即相应的欺骗行为需要对资质信誉、贷款用途、担保能力等方面产生实质的影

响。例如,贷款的用途是购买A原材料,取得贷款后购买了B原材料,由于都是用于生产经营,贷款

用途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相反,如果将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用于归还其他债务或者转借第三人,
那么就属于实质地改变了贷款的用途。又如,申请人取得银行贷款100万元,提供的抵押物的实际价

值只有150万元,却进行了200万元的虚高估值,由于抵押物价值远远高于银行贷款,因此也不能认

为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实质地影响了担保能力,此时应认定为市场背信行为。由此可见,苛刻地要求申

请人提供的每一份材料、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既难以做到,也不利于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要求申报贷款用途是基于国家政策导向,即便改变用途,也只是侵害了相关的金

融调控政策,不足以成为本罪的欺骗手段,这种行为应当交由其他行政法律予以规制。② 还有学者认

为,贷款资料虽然有假,但是并没有虚构担保单位、虚设抵押物的,既难以给银行资金带来实际风险,
也不会危害金融管理秩序。如果不具有这样的危险,那么也不应视为本罪的欺骗手段。③ 上述观点

确实对司法实务中的不合理做法起到纠偏作用,但由于忽视“以欺骗手段”与“其他严重情节”的“不
法”程度差别,有矫枉过正之嫌。此外,上述观点也不符合《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的
规定以及银行贷款的实际操作情况。

从解释效果看,“‘不法’程度的提升”的观点也更容易被司法实务部门接受。司法实务中较常见

的做法是将上述3种类型的欺骗均评价为本罪的欺骗行为,进而直接得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结

论。这使得本罪的处罚范围过于宽泛。而根据已有的纠偏观点,贷款用途、资质信誉等不是银行控制

风险的有效手段,只要提供了真实的担保,相应的欺骗就不属于本罪的欺骗手段。即便因此造成重大

损失(如担保方没有能力履行担保责任等),也不构成骗取贷款罪,这样处罚范围又变得较为狭窄。相

较之下,“‘不法’程度的提升”的观点会使得处罚范围更为适中,方便司法实务部门徐徐调整,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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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黎宏:《刑法学各论》,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

参见孙国祥:《骗取贷款罪司法认定的误识与匡正》,《法商研究》2016年第5期。

参见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5~256页。



出现案件数量骤减而对解释方案有所踟蹰的局面。①

三、“其他严重情节”的体系适用

(一)《追诉标准(二)》第27条的检讨

1.《追诉标准(二)》第27条的适用疑问

关于“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司法实务中基本遵从《追诉标准(二)》第27条的规定,将数额标准、

次数标准作为裁判依据。一般认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对应的便是本罪的“重
大损失”,②“其他严重情节”则指上述的数额标准(100万元以上)和次数标准(多次)。然而,机械地套

用上述标准,存在很大的问题。

就片面重视数额标准而言:(1)会对普通风险进行处罚。例如,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如提供虚假财

务报表或虚假借款用途等)取得银行贷款,但同时提供了超额抵押物,或者有担保公司等为其提供担

保。虽然申请贷款时涉及资质信誉、贷款用途等方面的欺骗,但是只具有一定的法益侵害危险,并没

有达到“其他严重情节”所要求的危险程度。事实上,真实有效的担保措施已经能够将贷款风险控制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完全没有风险不符合现实情况,也做不到),如果行为人到期无法履行还款义务,

那么银行完全可以通过抵押物或者向担保公司追偿来保障贷款的安全。而机械地套用数额标准,只
要贷款数额超过100万元,行为人就会构成犯罪。(2)即使贷款没有到期,也一律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例如,行为人通过他人联保申请银行贷款,部分贷款资料存在虚假,据此认定行为人构成骗取贷款罪

就显得十分草率,此时应当考虑其最终是否能归还贷款,是否会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3)即使贷款

已经偿还,也一律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例如,行为人因一笔贷款逾期未归还,会将数年前只要是以欺

骗手段取得的、即使是已正常清偿的贷款都要一并纳入数额中计算,从而变相惩罚风险已经归零的行

为。

有部分学者已意识到数额标准存在问题,但对片面重视次数标准则缺乏检讨。笔者认为,在以下

两类案件中,次数标准不能机械地套用。(1)行为人在不同时期贷款多次,时间上无交叉重叠,每笔贷

款虽然都提供了虚假材料,但是均有真实担保。之前的数笔贷款都已按期偿还,但最后一笔逾期未

还,后由担保公司予以偿还。如果机械地套用次数标准,那么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其他严重情节”。但

是,由于前几笔贷款都已按期清偿,因此只有最后一笔贷款行为才是评价的重点。而相应的信贷资金

危险并没有因此升高,只是处于一般的危险程度,此时若以犯罪论处,则明显不妥。(2)行为人在同一

时期贷款多次,时间上有交叉重叠,申请每笔贷款虽然都提供了虚假资料,但是均有超额抵押担保。

如果行为人是对同一房产进行多次抵押,那么其行为可能会构成犯罪;但如果每笔贷款的抵押物分别

为不同的房产,那么此时机械地套用次数标准,尽管行为人的行为也符合“其他严重情节”,但信贷资

金实际上始终处于一般的危险程度,此时若以犯罪论处,则同样不妥。

2.数额标准及次数标准的限缩性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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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折中的解释效果并非笔者刻意为之,而是经过体系性思考和严密论证之后得出的这套解释方

案恰好具有这一效果。

也许有学者认为,上述20万元的入罪门槛越来越不符合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观察状况,这一标准理应提高。

笔者原则上同意这一判断,也期待日后新的司法解释能够作出详细的规定,但由于本文讨论的是“其他严重情节”,因此关

于“重大损失”标准的争议暂且搁置。



鉴于数额标准及次数标准存在问题,学界在讨论“其他严重情节”时要么无视《追诉标准(二)》第

27条的规定,要么直接否定该条规定的适用空间。但是,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解释者与其在得出

非正义的解释结论后批评刑法,不如合理运用解释方法得出正义的解释结论;与其怀疑刑法规范本

身,不如怀疑自己的解释能力与解释结论”。①作为有效的规定,《追诉标准(二)》第27条规定的数额

标准及次数标准不宜排除适用,而应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此时,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重要问题:(1)数
额标准或次数标准限缩性适用的理由何在? (2)如何进行限缩性适用?

关于第一个问题,尽管《追诉标准(二)》第27条对“其他严重情节”作了较细致的规定,确立了所

谓的数额标准及次数标准,但是该规定是立案追诉标准而非定罪量刑标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

规定,刑事案件立案后公安机关既可能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也可能撤销案件;检察机关审查后既可

能提起公诉,也可能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此外,《追诉标准(二)》明确强调,各级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此

规定立案侦查,各级检察机关应当依照此规定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

时,也只是参照适用这一规定,并非一定要完全遵照该标准定罪量刑,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既有

可能作出有罪判决,也有可能作出无罪判决。因此,在数额标准及次数标准可能引起处罚范围过于宽

泛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限缩性适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应结合保护的法益以及“重大损失”的规定进行体系解释。亦即,由于“其他严

重情节”与“重大损失”属于并列关系,具有相当性,而“重大损失”反映的是法益侵害结果,因此“其他

严重情节”反映的也应当是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应限定为“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危险”。在13份无罪

裁判文书中,有判决书清楚地写明,“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人骗取贷款的行

为给银行造成20万元以上的经济损失,或者致使100万元以上的贷款处于危险之中危及贷款安全的

事实,不属于1997年《刑法》第175条之一第1款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② 这充分佐证了上述观点

在司法实务中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并且已经有少数判决书采用了这样的说理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

进一步认为,数额标准或次数标准只是提供了进行“是否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危险”判断的契机。因为

骗取贷款数额越大,无法偿还全部贷款的可能性就越大,未归还的部分就越有可能达到“重大损失”的
标准;骗取贷款次数越多,同时要清偿多笔贷款的可能性就越大,未归还的部分就越有可能达到“重大

损失”的标准。所以,将数额标准及次数标准理解为进行是否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判断的契机完全可

行,但能否评价为“其他严重情节”还需要进行实质的、具体的判断。
一般而言,涉及资质信誉、贷款用途、担保能力等方面的欺骗手段,在评价为本罪的欺骗行为以

后,如果情节严重,还有进一步上升为“其他严重情节”的可能性。例如,行为人曾因未归还贷款而被

银行列入征信黑名单,为申请到信用贷款,③又冒用他人名义,并提供虚假贷款材料,最终取得贷款的

行为。该行为在被评价为本罪的欺骗行为之后,由于此种涉及资质信誉的欺骗行为极为严重,使得信

贷资金处于高度危险的境地,自然能够被评价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又如,在信用贷款中,常常出

现行为人隐瞒将贷款用于有价证券、期货等方面进行投机经营的真相以及提供虚假贷款材料取得贷

款的行为。该行为在被评价为本罪的欺骗行为之后,由于此种涉及贷款用途的欺骗行为极为严重,信
贷资金处于高度危险的境地,因此同样能够被评价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但这一类案件较少,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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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2016)皖1623刑初307号刑事判决书。

信用贷款,系指根据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



在实践中商业银行贷款几乎都要求提供担保,①所以能否进一步升高法益侵害的危险,只需要看涉及

担保能力的欺骗行为是否足以实质影响到偿债能力。例如,以已出售的商业用房作抵押骗取贷款3
000万元,②以34台未付清款项、尚未取得所有权的机器设备作抵押骗取贷款600万元,③以将公司

设备重复抵押的方式骗取多个银行贷款共计2100万元,④以伪造的、价值虚高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

告》骗取银行抵押贷款890万元,⑤上述涉及担保能力的欺骗行为实质影响到相应的偿债能力,在进

行数额标准或次数标准判断的契机下,可以认为“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危险”,进而评价为具有“其他严

重情节”。
(二)司法适用的体系性论纲

通过对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部分司法人员在认定本罪时,体系性的判断思维还有所欠缺。
例如,对哪些问题应当置于构成要件行为中讨论,哪些问题属于“严重情节”,同时存在“重大损失”和
“其他严重情节”时应当如何选择适用,往往容易表现出无所适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太重视体系性

论纲的梳理,下文将提供一个初步的判断框架。
第一步:判断行为人使用的欺骗手段是否符合本罪要求的欺骗行为

由于设立本罪保护的法益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而非金融管理秩序,因此欺骗行为应足以

引起信贷资金危险。实践中贷款资料繁多,有些材料属于程序性事项,有些材料则是辅助性要求,针
对这些细枝末节进行的欺骗基本上属于市场背信行为,而非刑事欺骗行为,可以通过进行第一步判断

予以排除。一般而言,如果出现涉及资质信誉、贷款用途、担保能力等方面的欺骗行为,那么应引起警

觉,应进一步去判断是否对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构成实质性的欺骗。也就是说,相应的欺骗行为须对

资质信誉、贷款用途、担保能力等方面产生实质的影响,才成立刑法上的欺骗行为。
有些行为通过做第一步判断就可以轻易排除出本罪的范围。例如,被告人董某购买位于某市的

房产,总价值910万元,其提供虚假的离婚证明材料,从某银行取得房屋按揭款人民币545万元,贷款

期限为10年,并用该房屋做抵押,之后被告人如约归还贷款。⑥ 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董某破坏金融

管理秩序,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545万元,属于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这一案件的判决,明显是

注重对金融管理秩序进行保护的体现。以金融管理秩序作为设立本罪保护的法益,就会认为利用虚

假离婚证明规避了相关贷款政策,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了影响。但事实上,在以信贷资金安全作为保

护法益的判断前提下,虚假离婚证明并不足以引起信贷资金危险。因此,人民法院的裁判结论并不妥

当。
第二步:判断是否符合刑事欺骗的基本构造,重点考察因果关系的有无

虽然骗取贷款罪规定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但是“骗取”贷款与财产犯罪中的诈骗罪具

有某些相似的属性。亦即,在刑事欺骗方面,两者在基本构造上具有部分重合。一般来讲,诈骗罪的

基本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物→行为取得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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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6条第1款前段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中国人民银行贷

款通则》第10条第1款前段规定,除委托贷款以外,贷款人发放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

参见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17)豫1424刑初957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8刑终273号刑事裁定书。

参见湖南省炎陵县人民法院(2017)湘0225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刑初402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6)黔0103刑初1357号刑事判决书。



物→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骗取贷款罪同样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得金融机构信贷员陷入认识

错误,并基于认识错误发放贷款,行为人取得贷款。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其实是考察因果关系的

有无。例如,行为人与信贷员相互勾结取得银行贷款,或者信贷员为了银行业绩,对行为人的欺骗行

为置若罔闻等,这就牵涉到金融机构是否被骗,欺骗行为与骗贷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

由于该部分并非本文的重点,因此在此不做详述。

第三步:判断法益侵害危险是否进一步升高,考虑适用“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情节”

由于“其他严重情节”属于犯罪构成要件,彰显一定程度的“不法”,从“欺骗行为”到“其他严重情

节”存在“不法”程度的提升,因此原则上涉及资质信誉、贷款用途、担保能力等方面的欺骗手段,在评

价为本罪的欺骗行为以后,如果情节严重,那么都有进一步上升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能性。例

如,《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由于在实践中大多数贷款都是

担保贷款,因此能否进一步升高法益侵害的危险,只需要考察涉及担保能力的欺骗行为是否实质影响

到偿债能力即可。这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情况:(1)如果没有进一步升高,那么仅考察是否造成重

大损失。如果行为人在担保能力方面实施了欺骗行为,但未实质影响到偿债能力,那么法益侵害危险

没有进一步升高,此时则考察是否造成重大损失。如果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适用关于“重大损失”的规

定以骗取贷款罪论处;如果未造成重大损失,那么不构成骗取贷款罪,此时不能反过来再适用关于“其
他严重情节”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贷款未到期或者银行进行了展期,还无需清偿贷款的,不能认为

造成了重大损失。贷款已到期或逾期,但在立案前行为人或者担保人已清偿贷款的,也不能认为造成

了重大损失。有的判决书认定,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到期后不能偿还,由担保公司代为偿还,

只是银行通过民事救济途径挽回了损失或是转移了损失,并非没有损失。① 还有判决书写道,行为人

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虽然全部由担保公司代为偿还,但是至今仍欠担保公司款项,该损失也属于重

大损失。② 显然,上述判决并不妥当。担保公司的作用就是在借款人没有能力偿还债务时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既然其已经代偿了相应款项,就不能认为银行还存在损失,也不能将担保公司的损失算作

给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在实践中,相当多的贷款虽有担保,但在逾期后因银行第一时间选择报案或

其他原因而被立案,担保公司能够予以清偿的银行贷款,需要先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予以救济,否则

不能认为给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因为银行完全可以通过民事途径实现债权。此时,更不能将具有

“其他严重情节”作为兜底条款予以适用。(2)如果有进一步升高,那么在适用“其他严重情节”时还要

考察是否同时造成“重大损失”。如果行为人在担保能力方面实施了欺骗行为,实质性地影响到偿债

能力,那么法益侵害危险得到进一步升高,达到“其他严重情节”要求的“不法”。但此时不一定是以具

有“其他严重情节”作为裁判的理由,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是否同时造成“重大损失”,否则容易出现“其
他严重情节”与“重大损失”适用的错位。例如,被告人聂某以钨精矿质押向某银行申请贷款600万

元,但实际上是将钨矿尾砂废料作为质押物存放在公司仓库中。待银行工作人员前来对质押物取样

时,聂某将样品进行调包,使得银行将150吨价值低廉的钨矿尾砂废料误认为价值约1000万元的钨

精矿,并因此为聂某办理了600万元的银行贷款。案发后,聂某归还了贷款本息。③ 人民法院按照

《追诉标准(二)》第27条规定的数额标准进行了判决,即认为被告人聂某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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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2016)皖0181刑初414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河北省盐山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5刑初85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2017)赣0723刑初88号刑事判决书。



600万元,情节严重。但按笔者的观点,行为人因为调包质押物,在担保能力方面存在欺骗行为,实质

影响到偿债能力,使得法益侵害危险得到进一步升高,达到“其他严重情节”要求的“不法”。同时,如
果在立案前归还了贷款本息,那么可以认为银行不存在损失,但行为人于案发后才归还贷款本息,则
已经明显给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立案后的清偿行为只能作为从宽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此时,行为人

骗取贷款的行为除了符合“其他严重情节”规定外,还符合“重大损失”的规定,但究竟应以哪种规定作

为定罪的理由不无疑问。笔者认为,此处应以“重大损失”作为定罪的理由。其原因在于:案发后,“重
大损失”已然造成,放弃以此作为定罪的理由,反而去论证“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危险”,这样的判断逻辑

存在疑问。但是,一旦行为人在案发前已经清偿一部分贷款本息,此时重大损失就不是600万元,而
之前因涉及质押物欺骗使得偿债能力受到实质影响,是“有造成600万元重大损失的危险”。在此种

情况下,当裁判理由出现竞合时,应择一重论处,即仍以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作为定罪的理由。

四、结论

通过对169份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司法实务中对于“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存在一些共性

的问题:(1)将“以欺骗手段”视同“其他严重情节”,“不法”的认定欠缺层次性;(2)在没有重大损失的

情况下,将“其他严重情节”作为兜底条款予以适用;(3)将“数额在100万元以上”或“多次”等同“其他

严重情节”,机械地套用《追诉标准(二)》第27条的规定;(4)在有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是否还以“其他

严重情节”作为裁判理由做法混乱。上述问题的症结在于:法益界定的不清、风险高低的无视以及体

系性思考的欠缺。
“金融管理秩序说”“双重法益说”都不合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才是设立本罪保护的唯一

法益。“其他严重情节”应认定为犯罪构成要件,而非客观的超过要素或者客观处罚条件,从“欺骗行

为”到“其他严重情节”存在“不法”程度的提升。“欺骗行为”应界定为足以引起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危

险的欺骗手段。一般来讲,欺骗行为的成立需要对资质信誉、贷款用途、担保能力等方面产生实质的

影响。由于《追诉标准(二)》第27条的规定只是立案追诉标准,而非定罪量刑标准,因此在处罚范围

过于宽泛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限缩性适用。“其他严重情节”与“重大损失”具有相当

性,应限定为“有造成重大损失的危险”。因此,数额标准或次数标准只是提供了进行“是否有造成重

大损失的危险”判断的契机,行为能否进一步被评价为“其他严重情节”还需要进行实质的、具体的判

断。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看涉及担保能力的欺骗行为是否足以实质影响偿债能力即可。
关于本罪的司法适用,笔者提供了初步的判断框架:首先,判断行为人使用的欺骗手段是否符合

本罪要求的欺骗行为。其次,判断行为是否符合刑事欺骗的基本构造,重点考察因果关系的有无。最

后,判断法益侵害危险是否进一步升高,考虑适用“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情节”。由于在商业银行贷

款时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因此能否进一步升高法益侵害的危险,通常只需要考察涉及担保能力的欺

骗行为是否实质影响到偿债能力。(1)如果没有进一步升高法益侵害的危险,那么仅考察是否造成重

大损失。如果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适用关于“重大损失”的规定;如果未造成重大损失,那么不构成骗

取贷款罪,此时不能反过来再适用关于“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2)如果有进一步升高法益侵害的危

险,那么在适用“其他严重情节”时还要考察是否造成“重大损失”,否则容易出现“其他严重情节”与
“重大损失”适用错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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